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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美术电影的三种人称叙述人形式
陈可红

摘　 要： 文章提出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有三种典型形式， 即教导型旁白叙述人、 指引型角色叙述

人和论说型合唱队， 分析了他们的身份形象、 形成原因、 功能特征， 以及他们沿袭至今存在的问题和如何

规避之， 研究对于进入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动画电影创作和动画电影叙事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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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 中国动画人受到日本美国等动画大片的浸淫， 又有将近 ２０ 年的动画代工经验积累，
对影像叙事有了全新的认识和驾驭， 他们开始自觉地与市场接轨， 努力迎合当代受众的审美习惯和审

美心理。 对影像叙述语言， 特别是对镜头语言的设计、 场面调度的安排、 蒙太奇叙事方式和奇观化场

面的营造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有些中国动画电影的场景设计和调度甚至已经达到日美动画电影

的水准。 但是， 不得不承认我国动画电影在与日美动画的竞争中， 叙事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 动画电

影叙事是中国动画电影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当下一些中国动画电影， 如 《魔比斯环》 （２００６）、 《精
灵女孩小卓玛》 （２００９）、 《闯堂兔 ２·疯狂马戏团》 （２０１５）、 《精灵王座》 （２０１６） 等， 无论是票房还

是口碑都不尽如人意， 都存在着教化意识鲜明、 叙事概念化、 角色扁平化、 故事缺乏趣味性和艺术性

等问题。 究其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是叙述人的叙述问题。 事实上， 叙述人叙述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近 ４０ 年的中国动画电影中长期存在。 这期间， 中国动画电影有另外一个名字———中国美术电

影。 本文论述的中国美术电影特指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８９ 年之间的中国动画电影， 是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

主体所生产的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动画电影。 这一时期， 中国动画电影的制作自新中国成立起便纳入

国家计划经济的文化生产链条， 脱离世界动画产业发展生态长达 ４０ 年。 为了方便叙述， 本文将 １９５０—
１９８９ 年间的动画电影称为 “美术电影”， １９５０ 年前、 １９９０ 年后的中国动画电影和国外的动画电影统称

为 “动画电影”。
当下的中国动画电影人称叙述人叙述形式与中国美术电影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依然深受中国美

术电影人称叙述人的叙述牵绊， 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几乎为空白。 因此， 研究和发现中国美术电

影人称叙述人的身份形象、 形成原因、 功能特征， 论述他们沿袭至今存在的问题， 以及如何规避之，
无论对于当下进入全球化语境的中国动画电影创作， 还是动画电影叙事研究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的身份变化

一般来说， 所有属于叙事艺术的作品都有一个叙述人， 中国美术电影也不例外。 所谓叙述人 （或

叙事者、 叙事人、 叙述者） 是指一个叙事文本中给被叙述者讲述故事的人。 目前， 关于中国美术电影

人称叙述人的研究， 国内外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研究文献。 但是电影叙述人研究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有

论述。 １９８５ 年， 戴维·波德维尔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区分法， 将电影的叙述分为叙述 （ 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和模仿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７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中国美术电影叙事研究” （１７ＦＹＳ０１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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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ｍｅｔｉｃ） 两种方式， 前者被视为 “实际或类比的口语活动， 亦即一种叙说”， 后者则视叙述为 “景观

的呈现， 亦即一种显现”。 虽然， 波德维尔用 “叙述” 和 “模仿” 回避了叙述人的人称和非人称的划

分， 但实质上还是分出了叙说叙述人 （人称叙述人） 和显现叙述人 （非人称叙述人）。［１］１９８８ 年， 电影

叙事理论家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诺斯特在他们共同的著作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中， 论述了

叙述人的两种类型， 他们认为像唯一、 真正的叙述者是 “大叙述者”， 即 “大影像师”， 而影片里出场

的所有叙述者是第二叙述者。 大影像师能够调节安德烈·加尔迪所指出的 ３ 个第二叙述者的声音， 分别

是 “图像的责任人、 言语的责任人和音乐的责任人”。［２］ １９９１ 年， 罗·伯戈因在其论文 《电影的叙事

者： 非人称叙事的逻辑学和语用学》 里对非人称叙述人的叙述作了详尽的探讨。 类似的还有安德烈·
戈德罗的 “明显叙述者” （或 “代理叙述者” 或 “第二叙述者” ） 和 “大影像师” （或 “大叙述

者” ）， 以及国内学者李显杰的 “画内或画外的我” 和 “无所不在的摄影机” 等等观点。 依据上述电

影叙事学家对叙述人的研究成果， 又根据戴维·波德维尔对叙说叙述人 （即人称叙述人） 的论述 “诗
人是以自己的声音叙说， 还是透过一个角色来叙说”， 叙说叙述人被分为非剧情声 （旁白） 叙述人和角

色叙述人， 本文认为中国美术电影也存在着非剧情声 （旁白） 叙述人和角色叙述人。
　 　 １９９８ 年， 保尔·威尔斯在 《理解动画》 一书中提出， 无论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电影， 可能由以下

１２ 种元素组成： （１） 旁白 ［全知全能的叙述人］ （非剧情声 （ ｎｏｎ－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 （２） 角色独白 （剧情

声 （ｄｉｅｇｅｔｉｃ） ）； （３） 角色独白 （非剧情声）； （４） 角色对白 （剧情声）； （５） 角色对白 （非剧情声）；
（６） 器乐 （剧情声）； （７） 器乐 （非剧情声）； （８） 音乐 ［带歌词音乐］ （剧情声）； （９） 音乐 ［带歌

词音乐］ （非剧情声）； （１０） 音响 （剧情声）； （１１） 音响 （非剧情声）； （１２） 环境音。［３］ 人称叙述人

叙述故事的载体是声音， 依据上述 １２ 种元素， 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的声音元素具有其中的第一种、
第二至第五种、 第八至第九种。 从叙述人分类来说， 中国美术电影叙述人相应的有旁白叙述人、 角色

叙述人和音乐叙述人。
但是， 中国美术电影的人称叙述人自第一部 《谢谢小花猫》 （１９５０） 始， 就在身份上呈现出新的特

征。 影片除了镜头和画面非人称叙述人的展示， 除了人物的对话， 还有一种声音， 就是合唱的声音。
“跑得快， 跳得高， 会捉老鼠， 会放哨， 他叫小花猫……” 一个有别于一般的烘托气氛、 调动情绪的音

乐叙述人， 他 ／ 她以合唱的形式， 用评论的方式叙述了人物的性格和品质， 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音乐叙述

人。 通过对 ４００ 多部影片的考察， 笔者发现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除了音乐叙述人的身份转化外， 其

旁白叙述人、 角色叙述人的身份形象都呈现出新的特征。 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分别转化成新的三

种典型形式。 这三种典型形式， 本文分别给予新的命名和形象识别标识， 他们是： 教导式旁白叙述人、
指引式角色叙述人和论说型合唱队。 教导型旁白叙述人是第一种非剧情声叙述人， 指引型角色叙述人

是排除了第五种非剧情声， 包括第二至第四种剧情声的角色叙述人总称， 而论说型合唱队则是第八第

九种带歌词音乐的剧情或非剧情声。

二、 三种人称叙述人的形成原因和叙述功能

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的叙述方式与 “传统说书艺术中的说书人” ［４］ 说话叙述传统密切相关，
“说书人” 是剧场中那个既用全知视角讲述故事背景、 介绍主人公、 叙述故事内容的实在的人， 又是实

在的人转换自己的声音音调、 音色和音量， 潜入到角色中， 扮演故事中的角色， 以有限的视角来讲述

故事的暗含角色。 “说书人” 是一个以拟想听众为叙述对象的讲故事的人， 他往往具有职业化、 表演化

的特征， 这与动画电影的假定性和表演化特征具有亲缘性。 “说书人” 式的人称叙述人又是艺术形式转

换 （从文学到电影， 中国美术电影的题材大多来自于神话、 民间传说、 寓言、 谚语、 成语故事等经典

的口头叙事或文字叙事作品） 的调和者， 架起了其他艺术形式转换成美术电影艺术的桥梁， 为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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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电影的叙事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对于新中国的美术电影创作， 文化部曾明确其制片方针是 “为少

年儿童服务” ［５］ ， １９５０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迁往上海， 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上海市市

长陈毅前往视察， 鼓励美术电影工作者为儿童生产更多更好的中国美术电影。 “培养下一代革命事业的

接班人” 的功能性定位规定了中国美术电影作为儿童电影的特殊门类， 必然承担起 “教育儿童” 的使

命。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在故事的讲述、 情节的建构、 角色性格的刻画

和气氛的渲染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他们分别形成了自身的形象识别系统和功能特征， 下面分而

述之。
第一种是教导型旁白叙述人。 《小蝌蚪找妈妈》 （１９６０） 就是一部带有浓郁的 “说书人” 痕迹的美

术电影。 影片第一个镜头是 《小蝌蚪找妈妈》 这本书的特写， 镜头慢慢推近， 书名下面写着 “根据方

慧珍、 盛璐德创作的同名童话改编”。 显然， 故事外层交代了故事的来源和作为美术电影故事的 “话

本”， 故事内层的进入正是以 “翻书” 这一镜头交代书里每一页的内容， 而声音则是采用一个与故事毫

无关系的说书人的声音进入故事内层。 这个叙述人继承了 “说书人” 的表演功能、 叙事功能和评论功

能， 成为影片叙事权威形象， 笔者称之为教导型旁白叙述人。 他 ／ 她的叙述主要起着以下几种功能： 一

是作为 “引路人”， 把拟想观众从文学带进美术电影。 中国美术电影大多数题材都来自童话、 神话、 民

间传说、 成语、 谚语、 典故等文学形式。 从文学到电影需要一个 “引路人” 进行两种艺术样式的转化。
二是成为全知全能、 讲述故事的叙述人， 既承担起交代背景、 介绍人物和人物关系的作用， 还具备串

联情节段落、 推动剧情发展的功能。 三是运用教导者的语言和语气， 表现出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爱护、 帮助的姿态与拟想观众或者影片中的人物进行交流和对话。 四是评论事件的性质、 人物的性格

和人物的关系。 教导型叙述人， 其实是一种人格化的人称叙述人， 他 ／ 她采用非剧情声旁白， 即保尔·
威尔斯提出的声音的第一种形式， 或变形为 “幼儿园阿姨”、 “小学校长”、 “家长” 等讲述故事， 他们

强调自身在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的角色扮演， 往往站在一种集体的角度俯视故事， 成为一种道德伦理

和权威声音的代言人。 这种教导型旁白叙述人最早出现在 《打猎记》 （１９５８）， 随后相继出现在 《没头

脑和不高兴》 （１９６２）、 《金色的海螺》 （１９６３）、 《黄金梦》 （１９６３）、 《狐狸打猎人》 （１９７８）、 《猫呜是

谁叫的》 （１９７９）、 《愚人买鞋》 （１９７９）、 《黑公鸡》 （１９８０）、 《小红脸和小蓝脸》 （１９８２）、 《三只鸡》
（１９８５） 等影片中。

第二种是指引型角色叙述人。 角色叙述人在动画电影中并不是一概不用的。 角色叙述人是一个画

内叙述人， 一方面可以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人， 即画内的 “我” 来讲述故事； 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第三

人称， 即画内的他 ／ 她讲述故事。 前者在中国美术电影中并不多见， 同时期的国外动画电影则有， 如迪

斯尼的 《１０１ 忠狗》 （１９６１） 就是以 “我” （狗） 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的。 而后者在中国美术电影中非

常多见， 也明显受到 “说书人” 艺术形式的影响。 如特伟导演的 《好朋友》 （１９５４）， 影片讲述了小鸭

子和小鸡闹矛盾又和好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通过非人称叙述人演绎、 展示出来的， 但影片开始部分出

现了一个第三人称叙述人： 公鸡伯伯。 小鸭子和小鸡们在玩耍的时候碰到了公鸡伯伯， 它们要求公鸡

伯伯给它们讲故事。 “公鸡伯伯” 现身说法， 相当于 “说书人” 潜入故事中， 以角色的身份叙述着小鸡

不爱抓虫子的问题。 他不但指引影片主要角色的行动， 还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笔者称之为指引型角色

叙述人， 即保尔·威尔斯提出声音的第二至第四种形式， 叙述人以角色的讲述来叙述故事。 指引型角

色叙述人的功能表现为： 一是情节发展的推动者。 影片的冲突是小鸡和小鸭争一条虫子， 而 “争虫子”
事件正是公鸡伯伯 “小鸡抓虫子” 的叙述促成的。 二是帮助者。 他帮助小朋友们学习认知、 技能。 三

是评论者。 他通过自己讲述的故事来评判事物的好坏。 四是声音总是和蔼可亲的。 像 “公鸡伯伯” 这

样的指引型角色叙述人在中国美术电影中具有典型性， 他会不断地变身为 “公公”、 “妈妈”、 “姐姐”、
“伯伯”、 “妹妹” 等一系列的形象。 类似的影片还有 “妈妈” （ 《小猫钓鱼》， １９５２）、 “小胖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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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心的小胖》， １９５５）、 “奶奶” （ 《小鲤鱼跳龙门》， １９５８）、 “龙梅” （ 《草原英雄小姐妹》、 １９６５），
“鸡妈妈” （ 《好猫咪咪》， １９７９）、 “山羊公公” （ 《小明星》， １９８４； 《猴子点鞭炮》， １９８７） 等。

罗·伯戈因认为， “有人称叙事———例如角色作为叙事者的叙事———并不创造故事， 而只是以目击

者或参与者的方式对故事进行报道。” ［６］指引型叙述人的问题在于他 ／ 她首先不需要解释被确立为权威形

象， 而是通过 “指引” 的方式参与故事， 促成故事情节的发展， 指引主要角色的行动， 并最终评论和

肯定了主要角色的行为。 这种概念化、 权威化的次要角色设定及其叙述， 很容易导致影片中的主要角

色的行为在预设好的情节中做出有限的行动， 这就大大地削弱了角色设计的丰富性和个性化。 我们看

到小鸡、 小鸭， 或是小金鱼， 抑或是小鲤鱼等主要角色， 都是在大人的指引下， 从缺乏认知、 不够勇

敢的 “弱孩子”， 或是有缺点的 “差孩子” 成长为大人认可的 “好孩子”。
第三种是论说型合唱队。 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还存在一类叙述人， 即他 ／ 她并不是以个体出现

的， 而是众声集合体， 也就是保尔·威尔斯所说的第八第九种形式。 除了前面论述的 《谢谢小花猫》，
《小猫钓鱼》 （１９５２） 也存在着一个典型的论说型合唱队。 影片开始部分是上海民智小学歌咏队的演唱：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这相当于说书人叙述故事， 并评论故事的背景。 这种演唱声， 作为一个故

事外的声音， 类似于旁白， 又不是旁白， 它是以合唱队的声音进入故事， 进而讲述故事， 笔者称之为

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 可以说， 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也受到了 “说唱艺术” 的影响。 “说唱艺术” 运用

到文学中， “唱” 的功能隐退了， “说” （主要诉诸文字的口语化特征） 的功能加强了。 而美术电影作

为一种视听艺术， 兼有 “说” （语言） 和 “唱” （音乐） 的功能， 它不但继承了 “说书人” 的叙述功

能， 还把 “唱” 的功能发挥了出来。 如 《谢谢小花猫》 与 《铁扇公主》 （１９４１） 两部作品都有此特点，
开始于众声合唱， 但是与 《铁扇公主》 不同的是， 后者把众声合唱 （类似于寺庙的唱经） 作为一种背

景声， 而 《谢谢小花猫》 的 “演唱声” 却是作为一个叙述人的声音出现的。
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不单单采用类似旁白的画外叙述人策略， 还可以通过角色的演唱、 多人的演

唱成为画内叙述人。 如 《小朋友们》 （１９５８） 中， 小鸡碰到了被遗弃的雨伞， 他们一起去旅行， 共同唱

起了 “我们的朋友真整齐……” “我们的朋友真有趣……”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们手拉手， 一起向前

走” 影片虽然是通过画面中的角色众声合唱， 但由于动画的角色并不是真实的、 在场的、 同期的录音，
而是通过 “配音” 赋予的， 所以当众声合唱变成了富有旋律性的音乐时， 像是脱离了角色， 从而形成

了一种看似 “旁白式” 的画外合唱。 不管是画内还是画外的合唱队声音， 他们不仅是为了渲染气氛，
而且还总是需要通过歌词进行述说和评价。 述说和评价的对象或是主题， 如 “世界上什么最美丽”
（ 《美丽的小金鱼》， １９５８） 等； 或是人物： “我们是好孩子， 勇敢又机智” （ 《四只小鸭子》， １９５８）
等； 或是某一物件： “红军桥啊， 造得好” （ 《红军桥》 １９６４） 等。 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声音是一种集

体的声音。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种声音既不是隐含作者的代理人， 也不是故事的主要叙述人。 他们存

在着， 不但参与故事的叙述， 而且还评论着故事中的事件、 背景和人物。

三、 三种人称叙述人的沿袭问题与叙述的权威

中国美术电影人称叙述人的上述三种形式， 是创作者表达主观意识、 便利劝诫教化的有效方式。 无

论在故事开始前、 结束后， 甚或在故事进行中， 随时可以结合对故事缘起的说明， 对作品人物、 情节

的评论或解释， 引起大段的评价和议论， 适应了当时实用主义的美术电影叙事观念。 但是， 如今进入

全球化语境后， 中国动画电影依然还沿袭了中国美术电影的三种人称叙述人形式， 如笔者观察到 《精

灵女孩小卓玛》 （２００９） 的开始部分， 教导型旁白叙述人说， “贪婪、 邪恶的毒蜘蛛……要统治这个高

原”， 指引型角色叙述人 （鱼王） 说， “所有妖魔心中只有两个字： 贪婪”， 指引型角色叙述人 （老羚

羊） 评价小卓玛， “她一定做许多帮助别人的事情” 等等。 《喜羊羊与灰太狼》 （２０１１） 中指引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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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人慢羊羊村长说 “我爷爷的爷爷讲过一个传说， ……住着慈祥、 善良、 正义的羊神， 守护羊族的

图腾， 只要解开它的秘密， 就可以天下无敌”。 《闯堂兔 ２·疯狂马戏团》 （２０１５） 教导型旁白叙述人出

现了两次， 他是一个全知全能者， 在影片最初就指出了影片的主题， 即愿望和欲望混淆不清所带来的

危险。
事实上， 在动画电影中， “说书人” 在声音上的表演或者文学中 “说书人” 的讲述不再是拟想观众

关注的焦点， 观众更喜欢关注人称叙述人所讲述故事在剧情中的地位和它与整个影片的故事是否有机

融合， 以及他 ／ 她的叙述真实性问题。 任何一个故事， 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 关键在于其真实性。
罗·伯戈因认为， “不管是人称叙述还是非人称叙述人都要建立一种叙述权威”。 人称叙述人的叙述权

威又是如何建立的？ 意大利著名电影学家弗朗西斯科·卡塞蒂认为， “要使角色的叙述者的表述被理解

为真实的， 资格、 执行、 命令、 认可四种功能必须同时出现。”① 也就是说， 人称叙述人的权威除了需

要在具备了资格、 命令， 以及演出故事 （执行） 的能力中确立外， 还需要大影像师叙述的认可。 大影

像师的叙述能力表现在： 通过画内、 画外蒙太奇既虚构世界又反映世界， 既暗示虚构世界的独立存在，
又创造虚构世界， 肯定或否定故事中虚构人物的见解。 当大影像师认可了人称叙述人的叙述和见解，
人称叙述人就获得了一种举证性的权威。 比如美国梦工厂动画出品的 《功夫熊猫》 （２００８）， 影片甫开

始， 一个看似教导型叙述人即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传奇大侠的英雄故事， 他说 “从来没有哪个熊猫这么

威风过， 这么受崇拜， 就连盖世豪杰威猛五侠也对这位大师顶礼膜拜”， 但很快， 随着画外音 “阿宝，
起床” 的声音响起， 人称叙述人的声音消失了， 一个右摇的主观镜头展示了绢画上的动物造型和偶型，
都是梦中出现的角色， 大影像师有意的 “反讽” 叙述解构了旁白叙述人叙述的不可信， 他所叙述的只

是主人公的一个 “梦”。 相反的， 国产动画 《魔比斯环》 （２００６） 影片开场也出现了一个教导型旁白叙

述人， “当人类抵达第一批生命星球， 时间与空间将被迫分离……一个永恒的问题将被提出， 人类这个

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 但这个叙述视角却是高瞻远瞩、 俯视人类的， 提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问

题。 然而影片最终也无法通过大影像师的叙述揭示 “人类到底是什么？” 的终极答案。
中国动画电影故事版的设计往往重点突出听觉上的 “对白” 内容， 这会误导创作者们过度重视

“对白”。 “银幕对白的精髓就是古典希腊戏剧中被称为 ‘ ｓｔｉｋｏｍｙｔｈｉａ’ 的东西———简短对白的快速交流。
大段对白和电影美学是对立的。” ［７］对白是刻画角色性格的重要元素， 半遮半掩的对白也是推动故事情

节发展、 引起观者好奇心的诱因。 比如美国福克斯出品的 《森林战士》 （２０１３） 中的皇后有一句对白

“带她去安全处， 我要引开敌人远离人群” 就表现出她无畏爱民的高贵品质； 一句对白 “带花苞去找尼

姆， 它是森林的命脉” 就把托付重任完成了， 却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 一句对白 “太严肃了” 就把劝

告爱人不要太悲伤的想法以幽默的方式表露出来。 相反， 我国的 《精灵王座》 （２０１６） 中的玫尔女王却

像 “公鸡伯伯” 一样， 作为一个指引型角色叙述人， 她时时在场， 向莉雅讲述责任担当的重要性， 强

化了影片 “说教” 的意味。 同时， 大影像师的叙述恰恰是莉雅在小鱼的帮助下， 最后打败了黑暗精灵

玫拉， 这反而使得玫尔女王啰嗦无趣， 没有权威性。 综上， 在全球化的视听语境中， 中国动画电影需

要重新审视人称叙述人的叙述魅力， 提高叙事的能力， 笔者认为也许可以通过如下途径：
第一， 运用普通的旁白叙述人。 普通的旁白叙述人在动画电影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设定， 往往承担

着故事引路人的作用。 教导型旁白叙述人与普通旁白叙述人是有鲜明区别的。 如 １９９５ 年荣获俄罗斯

“艺术与文学最高成就奖” 独立成就奖的尤里·诺斯坦因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创作的三部影片 《狐狸和兔

子》 （１９７３）、 《苍鹭与鹤》 （１９７４）、 《雾中刺猬》 （１９７５）， 就都是采用了旁白叙述人模式。 三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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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的观点转引自 ［美］ 罗·伯戈因 􀆰 电影的叙事者： 非人称叙事的逻辑学和语用学 ［ Ｊ］ 􀆰 世界电影，
１９９１ （３）：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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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普通旁白叙述人与教导型旁白叙述人的叙述不同， 主要在于不具备后者的第三、 第四种功能， 即

教导的语言或语气和评论的功能。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视角和声质， 前者是一个客观的视角， 与所叙

述的故事处于对等的位置； 后者则是全知全能视角， 主观性强， 总是一种成人声音， 音色是甜美或慈

祥的， 要表现出一种关怀、 亲切感， 意欲拉近自己与被叙人 （小孩） 的关系。
第二， 启用非全知全能视角的角色叙述人。 第一人称叙述人本身就是非全知全能的， 在影片中出现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需要注意在全片故事讲述中的统一性和叙述内容与大影像师叙述的协调性。
有时候， 通过第一人称角色叙述人可以起到自传性质的临场感， 如现代主义电影开山之作 《野草莓》，
就是通过 “我” 来讲述他一生的故事；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第三人称角色叙述人的多角度叙述， 获得一

种 “多声部” 的作用， 不但增强了影片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 而且还产生了一种丰富性的真实效果，
如 《公民凯恩》 （１９４０）、 《罗生门》 （１９５０）、 《至爱梵高 星空之谜》 （２０１７）。

第三， 少用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 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更多的是借助 “说” 和 “唱” （确定性的歌

词） 的叙述向受叙者灌输一种观念和思想， 往往带有很强的论说性色彩， 更多的是创作人价值观念的

传声筒。 新世纪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已不多见， 但偶尔也会存在， 如 《小门神》
（２０１６） 中， 一个酷似马云的主持人领着众路神仙在神仙培训所跳起了 “我爱变化” 操， 音乐是众声合

唱， 呼吁人们要转变观念， 在市场经济时代下， 努力迎合时代、 受众的审美需求。 笔者认为想要改变

消减论说型合唱队叙述人的弊端， 有效的方法是启用不具有语义性的音乐叙述人。 因为后者不能直接

表述思想内容， 难以直接用具体的形象来反映， 人们通过听觉感受音乐的情绪和氛围。 这种不确定为

影片带来了一种 “含蓄” 的美。

四、 结 　 　 语

中国美术电影习惯沿用 “说书人讲故事的叙述模式”， 倾向于通过人称叙述人而非画面来建构故

事、 推动剧情发展， 这直接导致了教导型旁白叙述人、 指引型角色叙述人和论说型合唱队等三种典型

叙事方式的形成。 虽然， 中国美术电影这种诉诸 “听觉” 的人称叙述人的直接诉说， 在传达影片的主

题思想、 价值观念方面有其便利性， 但会导致影片叙述直白单一， 偏向概念化和说教性， 缺乏丰富性

和多义性。 在如今电影市场日趋全球化的语境下， 如果中国动画电影人称叙述人继续沿袭 “说书人”
的表演、 用词和评论功能， 继续出现上述三种叙述人形式， 就会阻隔观众进入剧情， 从而导致叙事的

间离， 削弱故事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最终也会失去观众。 动画电影不是文学， 也不是美术， 而是视听

艺术。 听觉层面的人称叙述人的可信叙述， 需要视觉层面的可信性论证。 如果两者发生了偏离， 则需

要减少人称叙述人言语的量化叙述， 增强大影像的叙述能力， 从而获得叙述接受者的信任， 真正建立

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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